
2015 年第 1 期 ( 总第 138 期) /一月号
现代哲学

MODEＲN PHILOSOPHY No. 1 2015 /General No. 138 /
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January

“有形所得”与 “无形所获”

———集体化时期村干部履职中的激励逻辑
张海荣

*

【摘要】通过深入乡村调研了解到，农业集体化时期，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政治运动的整肃，村干部并非我们想象
中的那样频繁更换。人民公社制度建立后，大队书记或大队长连续任职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情况并不鲜见。如此，
便引申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: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村干部历经运动的整肃还能够不懈地坚持，换句话说，支撑

他们长时间履职的动力是什么。对此，本文欲通过比较翔实的私人记录、台账及相关访谈资料，对影响村干部履职的
关键因素——— “有形所得”与“无形所获”进行仔细的探究。
【关键词】集体化时期; 村干部; 激励逻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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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研究集体化时期的乡村问题时，笔者有幸

收获了一位仍健在的冀北乡村大队书记的工作记

录与私人台账。关于历时 23 年 100 多万字的工
作记录，笔者已撰文①作了较为完整的叙述。无
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一大部头的私人记述都可以

作为研究人民公社时期乡村问题的较为翔实的参

考资料。如果不拘泥于记录所涵盖的 “文字东
西”，以此为线索，还能探究到那些 “不在文字
的东西”。带着这种感悟和思考，本文想弄明白
这样一个问题: 记录者一如既往地担任了 20 多
年的大队书记，据了解有如此履职经历的大队干

部在集体化时期的北方乡村并不鲜见②。那么究
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村干部历经运动的整肃还

能够不懈地坚持? 是否如相关研究所分析的，

“向上升为公务员，在建国后的大部分时期曾是
村干部职位的最大动力”③? 或者更全面一些，
“精神方面，集体主义、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;
行政方面，从基层选拔国家行政干部; 物质方

面，适当或微薄的工资报酬”④? 欲回答这一问
题，仅仅依据记录、台账等“面上的东西”是不

够的，还需要探索生活背后的 “真实内涵”。为
此，借助于熟络的地缘人缘关系，笔者进行了深

入的走访探究。在此基础上，事关集体化时期村
干部履职激励的关键因素——— “有形所得”与
“无形所获”，便渐渐地凸现出来。需要说明的
是，在撰写这篇文章时，笔者无意从理论上条分

缕析地诠释概括村干部履职中的激励逻辑，只想

借助白描即通过原汁原味的叙事来体现所表达的

意蕴，以期对现今村干部激励机制等相关问题的

研究作些历史的补充和回应。

一、有形所得: 人民公社时期大队
干部的劳动收益

本文所讲的集体化时期，大致是 1950 年代
中期实现农业合作化至 1980 年代初农村推行家
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时期，这二十余年农村的

主要体制是人民公社，因而学界也常常称之为人

民公社时期。一般说来，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和生
产队干部的劳动收入同农民一样，所得的是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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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作者简介: 张海荣，河北赤城县人，博士后，( 北京 100875)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。
① 参见张海荣: 《富有研究价值的乡村记录———一位大队书记的工作日记》，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0 年第 8 期。
② 笔者在研究集体化时期的乡村问题时，曾对不少基层干部进行过访谈。其中，在冀北赤城县 A乡 ( 笔者的老家) ，2006 年以
来本人已拜访过五位仍健在的履任 15 年以上的大队干部，其中 4 人是大队书记，1 人为大队长。他们分别是张书记、李大队长、刘书
记、王书记、石书记。由于笔者的父亲也曾是集体化时期的支书，与受访者都很熟络，所以访谈起来非常方便且没什么顾忌。这样，
他们的儿女与笔者也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，非常配合我的工作，于是也就有了以下十分细腻的访谈资料。

③ 贺雪峰、阿古智子: 《村干部的动力机制与角色类型》，《学习与探索》2006 第 3 期。
④ 宁泽逵: 《中国村干部激励机制研究》，2005 年硕士学位论文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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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。具体到记录中的乡村，一如全国的其他地
方，集体化以后，为方便起见，记工或义务工常

常采取比较简单的一个工、两个工……几个工的
算法，年终分红时采用劳动日制。在这里，10
分折合成一个工，一个工等于一个劳动日，20

多年未曾改变。那么，人民公社时期，大队干部
的收入究竟是多少? 根据记录，可以清楚地看到

队干部获得的年奖励工情况。出于文章篇幅的考
虑，仅截取 1978 － 1980 年间的数据 ( 见表一至
表三) 。

表一 1978 年大队干部①的奖励工②

姓名工数

( 个)
张书记 祁凤元 崔玉海 高文 刘艮 高桂有 王立新 王文清 郭占奎 张立新 罗有 杜万林 马淑兰 郝存山

总工数 170 90 60 40 80 130 10 15 10 15 50 15 5 50

表二 1979 年大队干部的奖励工③

姓名工数

( 个)
张书记 祁凤元 罗有 刘艮 高桂有 郭占奎 王文清 王立新 崔玉海 张海英 郝存山 王永 张立新

总工数 200 120 70 120 130 15 15 10 50 5 70 20 15

表三 1980 年大队干部奖励工④

姓名数

( 个)
张书记 祁凤元 罗有 张文科 崔玉海 刘艮 高桂有 王立新 王文清 郭占奎 张明春 张海英 郝存山

200 120 50 70 50 140 110 10 15 15 60 5 140

上述资料说明，大队主要干部及担负工作较

多的成员由于付出的多，获得的奖励也相对较

多，但工作日记没能给出队干部的完整收入状

况。幸运的是，关于这一时期，该大队的支部书
记不仅记录了工作日记，同时还对自己的劳动收

入做了相当仔细的私人记录，且保存完好。因
此，这使得我们在获得一个典型研究个案的同

时，对公社化时期冀北乡村支部书记翔实的收入

情况可以通过具体数据完整地再现 ( 见表四至表

七) 。
人民公社时期，该支部书记所在的是第三小

队⑤。根据上述资料，1978 年至 1980 年的三年
间，他的年收入分别是: 657 个劳动日 × 0. 64 =

420. 48 元; 630 个劳动日 × 0. 50 = 315 元; 640
个劳动日 × 0. 40 = 256 元。
与大多数农民相比，这样的收益是较为丰厚

的。尽管没能通过具体数字与一位年富力强的壮
劳力作详细的对比，但是，从每年近乎 170 － 200
个劳动日奖励来看，不担任职务的普通农民即便

再能干，一年下来超过支书劳动日总数的可能性

也不大。因为在冀北的山区农村，当时干活得分
最高的无非是上山砍木柴或者是被抽调去筑路与

开滩等。根据记录资料，这些重活每天最高分值
不超过 15 分，更何况这样的重活不是整年在干，
用村民的话说最多也就是个把月或者几个月。退
一步讲，假设这样的壮劳力每天都挣15分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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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获较多奖励工的干部，其身份分别是: 张明德———大队书记，祁凤元———大队长，高贵有———信用站会计，刘艮———大队会
计，郝存山———合作医疗药社会计。

“大队干部怎么奖励工?”，《张书记工作日记》1979 年 1 月 1 日，原记录稿编码第 19 本。
“大队干部的奖励工怎么定?”，《张书记工作日记》1979 年 12 月 18 日，原记录稿编码第 20 本。
“大队干部奖励工怎么定?”，《张书记工作日记》1980 年 12 月 5 日，原记录稿编码第 22 本。

⑤ 人民公社时期，队干部年收入核算都要在本人所属的生产小队中进行，所以上述表格中出现的大队开工分是指将大队干部所

挣的工分年终核算时拨回到其所在的小队参加分红。当时各小队背负大队开来的分红工分由于队干部的差异并不相同，如最低的仅负
担 50 分的分红，最高的要负担 2000 分。为公平起见，小队负担的差异会用其他负担工找齐，做到各小队负担的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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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 1978 年张书记所挣工分汇总表①

月份
记工

( 分)

大队开工分

( 分)

队记

( 分)

劳动日

( 个)

1 150 141 8

2 108 134

3 30 220 108

4 50 312 10

5 45 336 2

6 10 322 16

7 40 322

8 409 65

9 65 282 21

10 5 184 214

11 250 102

12 26 78 72

奖励 1700

合计 575 4787 642 657

表五 1979 年张书记所挣工分汇总表②

月份
记工

( 分)

大队开工分

( 分)

队记

( 分)

劳动日

( 个)

1 32 364 19

2 144 143

3 22 247 60

4 40 292

5 40 309 30

6 80 233

7 35 324 45

8 65 289 50

9 195 154 40

10 20 346 73

11 375

12 16 146

奖励 2000

合计 545 5223 460 630

表六 1980 年张书记所挣工分汇总表③

月份
记工

( 分)

大队开工分

( 分)

队记

( 分)

劳动日

( 个)

1 8 294 68

2 24 168

3 56 235

4 40 90 203

5 20 115

6 20 178

7 20 356

8 55 369 5

9 32 315

10 20 397

11 92 231

12 44 84 8

奖励 2000

合计 431 2832 2284 +包地 1086 640

表七 1978 － 1980 年该大队所属各小队的分红日值④

队别 1978 年 1979 年 1980 年

一队 0． 58 元 0． 40 元 0． 36 元

二队 0． 51 元 0． 49 元 0． 36 元

三队 0． 64 元 0． 50 元 0． 40 元

四队 0． 60 元 0． 58 元 0． 325 元

五队 0． 58 元 0． 52 元 0． 28 元

六队 0． 44 元 0． 40 元 0． 24 元

七队 0． 56 元 0． 53 元 0． 35 元

八队 0． 57 元 0． 46 元 0． 35 元

九队 0． 51 元 0． 40 元 0． 44 元

十队 0． 43 元 0． 41 元 0． 33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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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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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
“1978 年各月份记工”，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账，原记
录稿编码第 11 本。

“1979 年各月份记工”，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账，原记录
稿编码第 11 本。

“1980 年各月份记工”，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账，原记录
稿编码第 11 本。

“1978 － 1980 年各小队分红日值”，见张书记保存私人台
账，原记录稿编码第 11 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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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65 天都在干活，整年下来，所得也只能是
365 × 15 ÷ 10 = 547 个劳动日。由此可见，从劳动
收益来看，大队支书在当时称得上是农村中的较

高收入者。
劳动收益是大队干部辛苦付出所换得的报

酬，是有形所得，因而不是本文探究的着力点。
笔者想要表达的是，要深入考察研究人民公社时

期队干部的收益问题及蕴含其中的激励逻辑，不

能忽视大队干部特别是 “一把手”支部书记的非
劳动收益——— “无形所获”，即当干部所带来的
种种好处。

二、无形所获: 人民公社时期大队
干部的非劳动收益

关注队干部的非劳动收益，事实上已触及到

乡村生活逻辑问题，应探究那些“不在文字的东
西”。通过深入访谈并结合笔者多年乡村生活的
感悟，在人民公社时期，就支部书记而言，其非

劳动收益主要体现在如下层面。
日常生活中的实惠。一是逢年过节时常常被

村民宴请。在农业集体化时期，上级一再要求乡
村干部要廉洁为民，要有良好的作风，不贪吃多

占，不接受贿赂宴请。对此，工作日记也有相应
记录。例如，1975 年 1 月 28 日召开的两委 ( 即
大队支委和大队管理委员会) 扩大会议议题之一

是: “如何杜绝浪费吃请? 坚决反对大吃大喝，
绝不准吃请受贿。两委要是违犯 ( 反) 在大队检
查批判，党团员违犯 ( 反) 在组织会上检查批

判，生产队长违犯 ( 反) 在社员会上检查批判。
这样规定不包括实在亲戚。”① 1981 年 1 月 31 日
召开的两委扩大会议，也有同样的议事内容:

“如何杜绝大吃大喝和请客送礼? 坚决杜绝。实
在亲友除外。”② 不过，规定是规定，乡村是熟
人社会，地缘亲缘血缘关系剪不断理还乱，所以

日常生活往往超过了道理规约。
据受访者回忆: “农村生活是拉拉杂杂沾亲

带故的，大小事不断。你尽心地给办尽力地维护
大家，大伙都有感念。比如，娶媳妇要盖房，要
批宅基地，你要尽快出证明，协调要快; 生产队

瞒产私分，你睁只眼闭只眼; 实行计划生育了，

你对违规户变通地照顾些; 甚至是家庭邻里闹矛

盾了，你尽快去调解……这些都会记在社员心
中。逢年过节了，有些人惦记着要表示一下，常
常由于不好驳人家的面子，就被推推搡搡地叫去

了。如果你坚决不去，有些人还很不高兴，觉得
你不识人敬。”③

实事求是地说，这种宴请，不仅是社员的感

谢，有时也掺杂着村里人的巴结和为了今后办事

的顺利，或者得到一些好处。但不管出于什么目
的，在大家都比较清苦的生活条件下，宴请无疑

是一种收益，吃别人的省了自家的。
二是不时收到社员的礼品。坦率地讲，送礼

的往往是需要队干部为其办特殊事情的人。诸如
家里人生病了，要申请救济; 想出去做个工，需

要队干部准假开证明; 外面有招工或者参军的

事，年轻人想得到机会，让父母想办法打点等。
当时，不仅这些乡里乡亲的人前来送礼，就是下

乡的知识青年，为了得到特殊的关照，也都会从

百余里外的城里带来礼物。就村民所送的礼品而
言，尽管可能是一兜鸡蛋、两包点心、一筐山野
菜甚或是几块牛羊猪肉，但是这些却都是实实在

在的生活必需品，不仅队干部本人，其全家人都

会有这份额外的享受。
对此，受访大队长的女儿回忆道: “小时候，

我确实比邻居家的孩子吃得好些。一是父亲到外
面开会，经常带些好吃的回家。另外，自己能吃
上别人送来的同龄普通农家孩子吃不到的饼干、
面包等东西，还能吃到真正的 ‘山珍’。因为当
地是山区，当时没有环保意识，有人经常打猎。
他们打受伤的雁，打狍子、野鸡 ( 雉鸡) 、野兔
等。有人就将狍子肉、野兔肉等送到我家。母亲
怕欠人情，也经常推辞，但又不好驳人家面子，

最终还是接下了。”④

当干部所带来的其他好处。有学者指出，人
民公社时期，乡村干部有着双重代理人的角色。
具体地讲，大队的队长或支部书记，一方面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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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“两委扩大会议研究记录”， 《张书记工作日记》1975
年 1 月 28 日，原记录稿编码第 12 本。

“两委扩大会议研究记录”， 《张书记工作日记》1981
年 1 月 31 日，原记录稿编码第 22 本。

2006 年 8 月 28 日在 D村访张书记的口述资料。
2008 年 10 月 6 日在赤城县城李大队长女儿家访谈的口

述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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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职能的延伸，代理公社协调和管理生产活动，

同时他们又是社区成员的代理人。① 在这样的角
色担当下，他们自然要接触到掌握更多权力和资

源的上级干部。而就在这为公所进行的不断接触
中，久而久之，私下里的密切关系也就慢慢形成

了。良好的密切关系结成后，在权限范围内的特
别关照、特别受益自然不可避免。与村民所给予
的美食和礼物等实惠不同，这样的好处道道很

多。现将所访问 D 村张书记的坦率叙述进行整
理，以下这几则真实的 “叙说”无疑很有说服
力。
(一) 子女的工作安排

张书记共有六个孩子，老大老二是儿子，其

余的四个均是女儿，其中正式职工有四个，除最

小的女儿是自己参加高考就业之外，其他小孩的

工作都与其长期担任支部书记有关。他说: “我
家老大是 1956 年出生的，他 16 岁初中毕业，毕
业当年就上班了。如果上高中，那时还有免试推
荐上大学的，推荐他也没问题。公社书记认为，
我家人口多，孩子他妈身体也不很好，早上班可

以为家里减轻负担，就这样，我们安顿老大上班

了。”大儿子原本由公社安排担任代课教师，等
有机会再转为正式编制。半年后，与张家熟悉的
县农业银行一位领导下乡路过学校，得知一情况

后，主动提出将其安排到农行在该公社的营业所

工作。两个月后，大儿子成了农行的正式职工。
张还说: “老二读到高中。毕业时，公社书记问
我: ‘老哥，想让孩子干啥。’我说: ‘你瞧着办
吧，就靠你给安排了。’这时正是 ‘文化大革
命’即将结束，不太兴考大学，二儿子不想考大
学。公社书记说: ‘那就让他到艰苦处锻炼锻炼，
到县三河民兵连当会计。”张书记的二儿子干了
三个月后，村里有个在公路局上班的王姓职工，

从县人事局要了个招工名额，想回来把他的小舅

子带出去，不料到公社那儿被公社书记给卡住

了，并把这个名额扣下，理由是“你们大队没外
出的名额了”。王没办法，回村顺势向张书记买
人情，说他弄这个指标是给张家老二的。于是经
过公社同意，张家老二调到公路局上班。大女儿
高中毕业后，公社书记要将其安排在广播站，张

考虑到这个工作不会很稳定，就让其当了小学民

办教师，后来转为正式编制。二女儿、三女儿身

体有些残疾，张家觉得她俩身体条件不够参加高

考的资格，初中毕业后就不上学了。后来，张给
三女儿在公社卫生院的药房找个差事，现在自己

开了一家私人诊所。只有二女儿因为身体的原因
不能外出，于是让其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。
(二) 老二的婚事

访谈中，张书记饶有兴趣地谈起了老二的婚

事: “说起二小子的婚姻，这里面的事还真不少。
讲实在的，我当大队书记，儿子有工作，人也挺

精神的，在当时的村里，有不少人想与我结亲

家。包家、张家等都翻人 ( 当地话，即托人) 到
我家说亲，二小子比较中意杜家的女儿，人长得

好，还是小学教师。杜家人很愿意，上赶着 ( 即
主动) 跟我说成为亲家。但是，听村里人讲，杜
家的女儿算卦，说是克夫的命，我和孩子他妈心

里有点嘀咕，就没上心张罗。反正孩子才 20 岁，
也不急。但是，突然间上面发了个令，要实行晚
婚政策，规定男方 22 岁，女方 20 岁才能结婚。
考虑到儿子早成家早安心，我和孩子他妈这时有

点急。到公社开会，公社书记认真地说，‘你明
天给孩子订婚，明天晚上来结婚，我都可以给你

办理。因为从后天起要严格执行，错过了，就难
办了。结婚的事不好隐瞒，社员知道了，就会跟
你比。’听了他的话，我赶紧跑回家张罗，将二
小子从道班叫回来，第二天托媒人到当村的包家

去提亲，他们很乐意。于是，当天下午吃了订婚
饭，晚上这两个年轻人顶着雨去公社把婚结了。”
(三) 与“黑帮”的友谊
所谓“黑帮”是与张相熟的一位刘姓干部。

1961 年这位干部带队来到 D 村 ( 当时称大队)
领导整风整社，张当时任中队 ( 即后来的生产

队) 会计。生产队丢羊了，有人公报私仇算计
张，说张家偷吃了羊。刘为此审问过张，但张始
终不承认，刘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，尽管态度

很严厉，但没动手动脚整人。几年后，“文化大
革命”开始了，刘被打成 “黑帮”派到 D 村接
受批斗，其家属也被下放到这里劳动。张回忆
说: “我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坏，很直率，不打圈
绕弯。所以，他被斗时，我都会暗中相帮，不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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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陈剑波: 《人民公社的产权制度》， 《经济研究》1994
年第 7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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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卫兵折磨他。对他的家属，我也是尽量照顾。
没想到，‘文化大革命’结束后，‘黑帮’们很
快得到平反。由此，我们建立起友谊。他认为我
值得交往，在困难时没有落井下石，还照顾他的

家人。1980 年我们村输电时，他恰好是县电力
局局长。因为当时一线的电工人员很牛，我们好
吃好喝笑脸相陪，他们动不动还耍脾气，想停工

就停工。我实在气不过，跟刘反映了情况，他立
即训斥了手下。从此，我们这里的输电进度很
快，电工也很客气。特别是，他的儿子后来成为
县民政局长，对我和多病的家属，也有特别的关

照。”
(四) 盖房的便利

对于这件事，张书记这样说: “当大队书记
时，有一天公社书记来了，说: ‘老哥，你两个
儿子都结婚了，又分家单过，现在住在一处房子

里，还共用一个堂屋，时间长了容易闹矛盾，趁

我在这儿，你开个会研究研究，把你们大队不用

的旧学校的房子卖了，腾出地方你家盖房。’结
果，我动员开了个会，研究拆旧学校的事。大伙
形成了很多股，有买旧房木头的，有买旧房砖瓦

的，一下子腾出了这个地方。” “在这个过程中，
学校附近的人家乘机往外挪墙，扩大地盘。我知
道后，赶紧去制止。后来，开会故意提我家儿子
们打架生气，我家应该盖房，大伙看着批个房

场。在两委扩大会上，人们说你写个申请，旧学
校的地方是大队的，批给你家盖房就行了。结
果，写个申请，到公社一批就成了，因为事先与

公社书记早说好了。”“其实，这背后也得利用个
人。先谋算好的事，让比较机灵的生产队长 ( 三
队队长) 给说话，他一点就透，我说盖房得找个

地方，他说你用旧学校的就行，两委扩大会上送

人情的人有的是，他们说: ‘这个地方也不是所
在地三队的，也不是四队的，是全大队的，大伙

同意你家盖房。’”①

上述事例为我们分析大队干部的特别收益提

供了很好的铺垫。从子女的就业这个事例中，看
到了生在大队干部家庭的孩子走出 “农门”要比
普通农家的孩子相对容易得多，不需要花费太大

的成本。人民公社时期，农家子弟转为非农业人
口 ( 即走出 “农门”) ，概括起来有两种含义:
一是突破户籍限制，向城市流动; 二是突破集体

农业生产制度对农民的束缚，实现农业外就业。②

向城市流动往往与身份转变相联系，主要通过招

工、升学、参军提干三个渠道。这种通过正规的
渠道外出被称为 “硬出去”，不过，获得这样的
机会难上加难。为了争取外出，农民往往通过非
正规渠道“钻出去”。③

对普通农家而言，无论通过哪种渠道，都不

是一件轻松的事，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。比如，
为获得招工、升学、参军等机会，农民首先要和
当地的干部搞好关系，形成干部与社员间的委托

———代理关系，因为即使是生产队干部，也对社
员生活和社会流动机会有很大的控制力。④ 因此，
农民想方设法讨好队干部及其家属的事例在集体

化时期的农村比较普遍，已不是简单的个案现

象。
从这一方面看，上述 D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

在四位子女借助其社会关系平稳顺利地跳出 “农
门”时，无需同普通农民那样费心费力地投入打
点，因此，对他以及子女们来说，绝对称得上是

重要的收益。因为不仅节约了家庭支付成本，子
女还因之有了比较好的发展前程，而后者是更大

的收益。
就老二的婚事、与“黑帮”的友谊和盖房子

的顺利这几个事例来看，从中既可读出乡村的人

情世故，又能明了基层干部间的交往逻辑，但这

不是问题的关键。问题的关键仍是当大队干部所
带来的非劳动收益问题。仔细分析，老二的婚
事，在支书父亲的威望下，不少家庭积极主动地

攀亲，由此女方的要求就少，结婚条件⑤自然就

会放低; 特别是，一天之内迅速订婚并领取结婚

证，这大大节约了支书家的花销成本。与 “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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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 8 月 28 日在 D村访张书记的口述资料。
温锐: 《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》，北京: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129—130 页。
“硬出去”与“钻出去”是学者黄宗智提出的概念。参

见黄宗智: 《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》，北京: 中华书
局，2000 年，第 294—300 页。
韩敏: 《回应革命与改革———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

续》，陆益龙、徐新玉译，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7 年，第
130 页。

在当地，由于是山区，相对闭塞贫困，普通农家娶媳妇

不是很容易。当时，女方往往提出较高的结婚条件，对服装、
新房以及家具等方面都有一定要求，甚至有些女方家长还索要

彩礼，即一笔数目不菲的现钱。



《现代哲学》2015 年第 1 期

帮”的友谊，不仅收获了 “黑帮”平反后的特
别关照，还收获了日后其子女的关照。盖房子所
获的便利和好处更是有目共睹。当干部收获的好
处亦可见一斑。正如张支书所言: “你不干这个，
四个孩子都安排不了，给孩子盖房批地的事也不

好解决。”①

三、结论: 面上的 “虚实”
与背后的 “真实”

人民公社时期，为整合动员广大乡村顺利地

落实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，中共中央依靠强

大的宣传机器，一次又一次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

运动。与此同时，对基层干部不断进行整肃。就
冀北而言，广大乡村曾流传着“春天是红人，夏
秋是忙人，冬天是罪人”的顺口溜。在这样的氛
围下，相当一批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比较心灰意冷

甚至“撂了挑子”。当时，在政治运动的不断整
肃下，别说是不在国家正式编制序列的大队干

部，就是正式在编的县社干部，也有请辞回家务

农的。例如，1961 － 1962 年，据唐山、天津两个
专区统计， “要求退职回家的干部约占总数的
4%到 5%左右。具体到县，要求退职的人数更
多。赤城县共有 1376 名干部，有 145 名要求退
职，占全县干部总数的 10. 5% ; 易县共有干部
2296 名，要求退职的 206 名，占全县干部总数的
9%。而一部分干部已经不辞而别，或请病假长
期不归。”② 然而，如前所述，对不在编的大队
干部来说，却有不少人是数年如一日以及数十年

如一日的坚守者。其中，很多人是运动中下马，
运动过后又立即上马。这一看似悖论的问题，到
底该如何阐释? 由此便涉及到面上“虚实”与背
后“真实”的乡村生活逻辑。
就大队干部的收益而言，如果仅仅停留在面

上而不仔细算账，单就劳动工分及奖励所得来

看，尽管他们在当时称得上为高收入者，但是，

这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。因为处理农村鸡毛蒜皮
的杂事，不仅琐碎耗时而且受累不讨好，往往还

会与人结怨，由此看来，当大队干部不很划算，

是“鸡肋”的差事。所以说，物质方面，工分报
酬事实上也就谈不到有多大的激励。
深入研究发现，大队干部看重的往往不是工

分报酬，而是收获了其他种种好处———非劳动收
益，后者无疑非常重要。对集体化时期履职较长
的几位大队支书的比较研究，笔者还发现了另外

相对隐秘的因素: 当时的队干部们，不仅收获了

上述非劳动收益，还有着精神层面的满足。这种
精神层面的满足，具体可从如下两方面加以阐

释。
其一，有面子、有威信，能得到村民的尊敬

和服从。集体化时期，由于队干部掌握着普通农
民所不具备的信息及其他资源，有支配权，普通

农民对他们自然是礼让几分。当然，也不排除队
干部比较公道，以其魄力能力与精神感召力带来

的威信和威望。总之，面子和威望不仅令队干部
本人满足，而且还常常使全家人都感到非常有尊

严。对此，有位村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回忆说:
“父亲当支书，小时候确实很自豪，因为我是大
队书记家的孩子。我奶奶更是引以为荣。据母亲
讲，奶奶这人比较爱面子，有些 ‘艳景’ ( 当地
话，即爱显摆) ，在父亲讲话时，她生怕别人不

知道，总对别人说，这是我们家儿子。”③

其二，身体的愉悦，即男女两性关系所带来

的本能的满足。由于这方面属于个人隐私，到目
前为止，几乎少有人谈及。不过，在有些乡村问
题研究中还是或多或少地有所折射。④ 因此，这
一潜在的隐秘逻辑，在我们研究队干部的相关问

题时，是不该被忽视的。
直白地讲，队干部这种身体的愉悦是婚外偷

情所带来的满足。集体化时期，相较于普通的农
民，队干部⑤偷情不是个别新鲜事。之所以作这
样的判断，是因为有依据可循。当你和村民熟络
后，闲聊时，不经意间他们会透露村干部的各种

“艳事”，特别是对过去的老干部，由于没什么顾
忌，说起来非常轻松。而谈论这些 “头面人物”
的逸事，往往是村民们的消遣。另外，翻开集体
化时期整肃干部的文档材料，如 20 世纪 60 年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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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 8 月 28 日在 D村访张书记的口述资料。
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: 《当前农村基层干部的几种主要

思想倾向》 ( 1962 年 1 月) ，河北省档案馆: 855—6—2248。
2008 年 10 月 7 日在 C村访王书记儿子的口述资料。
应星: 《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( 1951 － 1976

年) ———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》，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，
2009 年。

本文所指都是男性干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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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的“整风”以及随后的 “四清”等档案资料，
大多数干部都有一条乱搞男女关系的 “罪状”。
究其原因: 一是当干部容易接触到大量异性，比

如召集开会、到群众中布置任务、检查验收农
活、调解纠纷等，这样的近距离接触无形中增加
了接触异性的概率; 二是乡村有些女性贪图小

惠、比较功利，为了获得干部的特别关照，不惜
主动地以身体去交换; 三是就干部个体而言，他

们借助便利机会悄悄偷情，从社会心理层面来分

析，男性往往会在雄性的支配欲中体现个人的价

值，即对异性的占有既是本能的满足也是自己价

值的体现。
笔者访谈时，基于比较熟的人脉，再加上觉

得没什么可忌讳的，因而曾含蓄地以玩笑的口吻

问到这个问题。对此，相关受访者的 “直白大
方”竟出乎我的意料。如王书记的女儿笑着说:
“老爷子以前是个人物，有女的追着呢。记得十
几岁时，一次我妈不在家，那时候父亲悄悄问

我: ‘想不想要一双新鞋子，有个婶想给你做。’
当时，我也不小了，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因为，父
母日常中曾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吵架，我知道什

么原因，母亲详细地告诉过我，有一次还让我跟

着去捉奸。”①

另外，在不经意的访谈中也会捕捉到这方面

的信息。2008 年夏季的一天，笔者在 B 村的老
支书石家访谈时，他的老伴在场。访谈中问他老
伴: “当时，您一定很支持石书记的工作吧?”没
想到，老人家顺口说: “我没鼓动支持他。不怕
你们笑话，当干部有什么好处呢? 整天在外面瞎

忙活，常常很晚才着 ( 回) 家，不着调，累我一

身病。当时，我和孩子都反对过他当干部，他本
人还是愿意当，否则选上来不干，人家也不会来

家往外拽。还是想当，要是家里人反对，会憋在
家里‘闹气’。”②

需要指出的是，集体化时期，政治运动的整

肃，不仅整那些破坏政策的 “出轨者”，也经常
会波及到乡规民约的 “越位者”。例如， “文化
大革命”时期，在上面提到的 D 村就发生过整
肃所谓“破鞋”的事件。据村民回忆，该村让一
位很不检点的妇女肩上挂着一串破鞋游街，边走

路边喊话，大声地喊自己是破鞋。尽管如此，激
烈的运动过后，乡村中的男女两性关系仍然是剪

不断理还乱的纠结问题。③ 正如有学者所研究:
“在中国乡村传统中，婚姻的高度稳定与通奸时
有发生是乡间日常生活中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。”
“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初为废除封建婚姻而创造
的离婚自由的高潮过后，在整个集体化时期都重

新强调家庭稳定的重要性和调解程序的必要性，

离婚又成为极困难的事。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
婚姻策略的转变和乡村婚姻强大传统的影响，这

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通奸在乡村仍相当普遍存在

着。”④

笔者认为，在村庄里较为优厚的 “有形所
得”加上一般社员无法企及的 “无形所获”，这
才是集体化时期不少大队干部特别是大队支书能

够在这一岗位上坚守十多年甚至是二十多年的重

要原因。就脱离农门走进 “政门”的激励而言，
在履职较长的大队干部中，其作用非常有限。笔
者所访谈的相关人员没有一人被提升为 “公务
员”。若细细探究，那些由 “农门”转为 “公务
员”的人，事实上大都是集体化时代省级或全国
级别的典型劳模，相对于广大普通的大队干部来

说，毕竟为数不多。能够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如
一日地承接上级任务又协调村民事务的人，正是

扎根在农村的这些普普通通的村干部。因此，在
研究乡村问题时，着眼于面上的“虚实”固然必
要，但更为必要的是应想方设法去挖掘并读懂乡

村生活背后的那些“真实”的逻辑。

(责任编辑 欣 彦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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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④

2006 年 8 月 30 日在 A村王书记家访谈的口述资料。
2008 年 8 月 21 日在 B村石书记家访谈的口述资料。
2007 年 8 月 26 日在 D村访谈村民的口述资料。
应星: 《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 ( 1951 － 1976

年) ———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》，第 84—85 页。


